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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之数字经济治理效能论析

张荣刚  ， 尉　钏
（西北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陕西 西安 710063）

摘　要 ： 数字文明、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的颠覆式创新引发既有法律制度在法律关系、法律价值、法律体系三个

层面的变革。中国《民法典》诞生于高速发展的数字时代，从规范数字经济要素、数字经济活动以及数字经济社

会三个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民法典》的数字经济治理效能体现为：以私法自治原则为前提，以共商共

治共赢的合约治理模式为基本路径，实现多主体、多手段、公私法规范协同下的数字经济“共治”；规范电子商

务交易模式、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兼顾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流通使用，实现以良法夯实数字经济的“善

治”；《民法典》规范并保障数字经济安全有序发展，同时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也在不断

延伸拓展《民法典》的适用范围，推动《民法典》吸收、凝练新的内涵，实现《民法典》与数字经济的“现代”

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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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化与拓展，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都迎来巨大变革，人类快速地迈向数字时

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新型数字技术引领传统产业创新升级，共享经济、电子

商务、无人驾驶、数字货币等新业态模式层出不穷，数字经济已然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1] 由于互

联网的虚拟性、传播的即时性、创新的极速性等特征都放大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在危机与风险。与此同

时，数字技术的快速创新更迭对传统治理体系与治理模式发起挑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相匹配，导

致既有的管理模式势必会约束甚至阻碍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网络平台侵权、电子合同效力、用户个

人信息保护等众多治理问题频繁爆发。数字经济的治理需求日渐凸显，面向数字经济的治理创新刻不容

缓。因此，完善创新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强化数字经济协同治理和监管机制，增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有效防范数字经济各类风险，构建更加安全的网络生态环境，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的重

要任务。

法律规范作为数字经济的法治保障，是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2021年 1月 1日

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是一部诞生于数字时代的法典，是规范数

字时代下社会生活的基本法，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制度保障。《民法典》对于信息技术的创

新与数字经济的治理需求做出实时回应，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对数字经济的健

康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持、引导和规范。 

一、数字经济治理之“法律变革”
 

（一）数字技术创新引领法律关系变革

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打破了传统物理空间的限制，构建了完全架空的互联网空间，实现现实生活与

虚拟生活的交融共生，不仅为人类提供新的生产力与生产手段，而且推动生产力的再发展和社会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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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变化，还引起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变化，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些变化将进一步引起人们生活方

式、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的变化，既有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又形成全新的社会关系，从而引发

与之相对应的调整社会关系与结构的法律制度的变革。 

1. 数字生产力决定新型法律主体与客体

每一次经济形态的重大变革，往往伴随着全新的生产力地诞生。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在内容上的

更新决定了生产关系形式上相对应的转变。伴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过程

将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数字化并数据化，形成了新型的数据生产力 [2]26。数字生产力

重塑了数字时代下的新型生产关系，迫使法律规制的对象正在发生转变，决定了新型法律主体与客体。

数据、虚拟财产、代码、算法等新的法律客体以及财产类型不断涌现，冲击和挑战了传统法律关系

中客体范畴的定义、内涵、法律属性等，分别享有怎样的权利/权益，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等问题亟需解

决。同时，互联网平台、数据公司、算法公司等全新的企业形态、商业组织依托于数字技术把传统的交

易模式都融入到一个巨大的数字网络系统之中，成为了日益重要的新型法律关系的主体 [3]107。面向未来技

术发展的趋势，智能机器人的法律主体认定问题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设计都引领了法律发展的时代性

变革。 

2. 数字技术重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要素拓展、外延传统的权利义务关系。以网络环境中的人格权为例：网络

环境下的人格权并非一种既有的人格权类型，也不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权利，而是交织名誉、肖像、隐私

等各种人格利益的集合体，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造成对人格权的侵害通常是“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局面。同时，网络的放大效应与受众的无限性扩展传统人格权的行使范围，现实空间中原

本微小的人格权利都可能在网络空间中上升为重要的人格权益 [4]9。数字技术嵌入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之

中，间接打破传统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格局。数字技术在为人们社会生活带来更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潜

在的风险与危机。“一方面权利被放大，另一方面权利被消弱” [5]97 的局面比比皆是，例如：大数据计算满

足网络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存在着“大数据杀熟”的风险；人工智能为全人类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

生活、商业环境同时各种算法的不透明也会导致“黑箱社会”等。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突破既有权利与义

务的界定范围，大量新型权利急速涌现。信息权、数据权、访问权、可携带权、虚拟财产权等新型权利

跳脱传统法律理念、法治理念以及制度的规制范畴，数字经济发展下的新型法律问题难以在既有法律理

论和制度的框架内得到有效的回答与解决，法治理论与法律制度的革新迫在眉睫。

数字经济转变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结构，依托数字技术私权利与公权力实现协同发展。一方面，数字

技术助力私权利崛起。互联网平台等全新商业组织掌握着大量数据，基于收集、处理、使用信息数据的

能力拥有了数字经济下的新型权利，实现了在大量的法律空白或规则灰色地带的“技术赋权”，塑造了全

新的经济业态、商业模式与交易规则 [6]100。例如淘宝、京东等大型网络销售平台每年自身处理大量的纠纷

事件，他们具有数字时代下独特的“准立法权”“准行政权”和“准司法权” [7]57。另一方面，公权力也在同

步增长。数字技术也在逐步广泛和深入地应用在公权力的运作过程中，例如智能监控、人脸识别、互联

网法院等，推动政府治理机制的优化与提升，助力数字政府的战略目标的实现。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

与发展，平台“技术权力化”与政府“权力技术化”趋势相互呼应、双向增长。 

（二）数字文明时代带来法律价值变革

法律并非抽象的规则制度，而是当时社会价值的凝练与综合展现，侧面映射着不同时代下人们的行

为规律与生活经验 [7]45。因此，追随数字经济发展下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价值观的改变，为延续法律

在数字时代下正当合理的适用性与解释力，坚守法律的公信力与社会认同，法律价值的变革是必然趋

势。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数据化、智能化、平台化、共享化等一系列的典型特征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技

术层面，而是从技术属性衍生拓展至社会伦理与价值观念层面，进一步引导与创设数字时代下的新型法

律价值观 [8]5。

数据、算法、代码等数字经济的核心技术要素，以科技向善为底层逻辑指引数据正义观、代码正义

观、算法正义观的构建，进而创设技术公平规则。保障数据的合理使用与公平占有，寻求数据流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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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平衡。追求代码以及算法的合理性、客观性、公正性，防范算法“黑箱”与“大数

据杀熟”风险与不公。

数字经济开放共享的发展逻辑与虚拟网络空间中共识信任和价值互动的生态环境都对法律价值产生

潜移默化的影响，引发共享理论在法律价值中的地位逐步突显。一方面，数字经济治理中的共享法治价

值强调权利共享、规则共享与机会共享三个维度，保障每一个参与数字经济治理的主体，无论是网络用

户、平台企业以及政府都共享权利、规则与机会。另一方面，坚持共享价值可以实现数字治理的法律体

系优化，贯彻数字经济治理的核心价值在私法与公法之间的共享、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共享，可以突

破“法律冲突”，实现“法律共享”。

法律既有的安全、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多重价值，在数字经济下各个不同价值之间的矛盾与

冲突被放大，例如：个人信息保护的安全价值与数据流通利用的效率价值之间的矛盾。同时，面向涉及

多个主体、多个领域、多个空间的综合性数字经济法律问题，优先考虑何种法律价值，如何实现不同法

律价值之间的权衡，都对法律价值发出时代性的新挑战。 

（三）数字经济治理要求法律体系变革

数字经济使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模式以及关键要素都发生了巨变。因此，数字经济的治理涉及多

个法律领域，需要多种法律的协同调整，不仅需要在民商事领域得到治理，同时需要公法领域的法律规

制。数字经济发展对当下社会的影响范围广、领域多、程度深，数字经济的治理需求足以引发多个法律

部门的变革。

在民商法领域：面向数字经济下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为实现对合同双方权利（权益）的保护与义

务的监督，衍生电子合同效力、电子合同成立要件、电子签名效力等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同时在电子商

务交易过程中，如何保障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以及如何处理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责

任承担问题，都亟需民商法做出回应。

在经济法领域：数字经济的“空间多元化”突破既有经济法的适用范围，电子商务交易打破国家主权

的地理局限，导致司法管辖权与宏观调控权和规制权的冲突 [9]21。数字经济的“主体平台化”引发平台经济

监管问题。数字经济的“行为信息化”推动数字信息成为贯穿整个经济活动的重要线索，同时也带来“监

管难、取证难、维权难”的新挑战。

在刑事法领域：针对互联网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传统的级别管辖与地域管辖失灵。如何保障电子

商务交易安全，如何有效保护数据、算法专利以及技术秘密，如何精准有效打击互联网黑灰产业、网络

诈骗行为等新型数字经济犯罪，这些问题都亟待司法制度的解决。 

二、《民法典》之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一）治理原则分析

在中国数字经济治理的历史进程中，不同领域的民事立法探索引领了《民法典》的立法方向，为

《民法典》凝练数字经济治理的基本原则提供了法治基础。针对电子商务新型交易模式，中国 1999年

《合同法》认定电子合同的形式和效力，并且对电子商务中要约和承诺生效时间进行规范 [10]198。 《电子

签名示范法》和中国 2004年 8月《电子签名法》均对“电子签名”的内涵加以明确界定。2019年 1月 1日

《电子商务法》开始实施，基本构建起全面、综合、统一的基础性电子商务法律架构，全面囊括电子商

务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电子商务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电子商务合同、电子支付、知识产权和消

费者保护等多个方面，加强电子商务的综合性立法，建立开放、共享、诚信、安全的电子商务发展环

境。针对日渐火爆的“网购现象”，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提供对电子商务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特殊保

护，例如：“七天无理由退货”、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商品或服务数量和质量、售后服务、民事责任

等信息。针对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数据安全问题，中国 2016年 11月颁布的《网络安全法》是全面规范网

络空间安全管理方面问题的基础性法律，是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

中国《民法典》吸收借鉴国际数字经济治理的人权保护原则、协同原则、平等原则等，针对数字时

代发展需求，在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完善、拓展、形成系统化与基本性的数字

2022年第 2期 张荣刚等 :《民法典》之数字经济治理效能论析 · 97 ·



经济法治理念与法律条例，成为规范与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类根本法。 

（二）治理层面解读

《民法典》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规范数字经济关键要素，包括规范数据、算法、代码等全新的法律客体，管理网络安全、新技

术、新业态等新领域。具体表现为：《民法典》“总则编”第 127条对于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进行

原则性规定，将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纳入民法的保护范围内。

二是规范数字经济活动和行为，调整依靠数字经济所形成的新型法律关系，包括电子商务规范、数

据交易规范、网络侵权行为规范等领域。具体表现为：《民法典》“合同编”第 491条第 2款吸收《电子

商务法》第 49条规定，重申电子合同订立的时间点为提交订单成功之时，而非付款成功或其他时间。同

时，《民法典》“合同编”在《合同法》的基础上，加重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如果网络

消费者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电子交易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电子合同内容，考量

网络交易的特殊性提高对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此外，《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 1 194～1 197

条在《侵权责任法》关于网络侵权行为的第 36条的内容基础上，全面补充完善“通知—删除”规则与网

络侵权责任制度。

三是规范数字经济社会，构建数字经济社会的根本秩序，全面涵盖个人信息保护、网络消费者权益

保护等领域。具体体现为：《民法典》“总则编”第 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主要以人

格权、隐私权等形式对数字时代下的个人信息加以保护，与《网络安全法》中网络信息安全对个人信息

保护的系列规定形成有效衔接，推动民事与行政法律规范的协同治理。同时，《民法典》“人格权编”第 1 036

条新增使用个人信息的三种免责情况，兼顾数字时代互联网企业对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需求 [11]79。 

三、《民法典》之数字经济治理效能
 

（一）共治性：《民法典》下数字经济共治模式

基于去中心化、平权化、合作化、体系化的数字社会治理特征，《民法典》提出新型数字经济治理

共治模式，是以私法自治原则为前提，以共商共治共赢的合约治理模式为基本路径，以实现多元主体、

多手段、公私法规范协同共治为最终目标。充分融合意思自治、契约精神、平等协商等治理理念，发挥

合同机制在数字经济治理中的功能。 

1. 贯彻私法自治原则促进多元主体多手段协同共治

私法自治原则作为民法的核心价值贯穿于民法的全部规则与体系中。私法自治即意思自治，是指

“私法主体依法享有在法定范围内广泛的行为自由，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

关系。” [12]27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市场主体依托新型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发展新业态，只要不逾越法律、行

政法规划定的自由行为范围即可。同时，“保证个人自述决定实现的制度是符合人性的制度，也是最有

生命力的制度。” [13]30 这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经验发展中总结归纳的治理法则，

再一次验证《民法典》私法自治的理念有助于激发数字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

《民法典》私法自治的本质是保障私权与尊重自由，尊重个人以及社会组织的自由与自主，充分发

挥个人以及社会组织在数字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为多元化数字经济治理主体的构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

境。《民法典》下的数字经济治理由政府“单打独斗式”的一元治理转向由政府、平台企业和公众个人等

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互动的“多元共治”模式。《民法典》引导下的数字经济多元共治不仅仅体现在治理

主体的多样性，而且体现在多主体在治理次数的提升、治理层次的深化、治理内容的丰富、治理形式的

多样这些不同的方面，也有多种方式、手段、措施共同作用的含义，多主体多方面多手段“齐抓共治”。

在微观个体层面，面向数字网络生态环境中的网络暴力、人肉搜索、信息泄露等各种新形态的侵权

行为，仅依靠于政府对于网络生态的监管显然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此，《民法典》对私权的充分保障

开展个体治理模式，人格权独立成编，保护数字时代下延伸拓展的各类网络人格权，应对海量的网络侵

权行为，鼓励个人积极维护自身权利，积极推进网络生态多元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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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观企业层面，《民法典》总则编通过对数字经济中各类民事主体法律地位确认，无论是营利法

人、非营利法人，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团体）都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能够以平等的民事

主体身份参与数字经济治理，从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功能。平台经济

作为数字社会发展创新形成的新型经济模式对社会治理模式也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民法典》确认平

台企业的法律地位为平台治理的实现创造良好的法律前提与基础。平台企业作为政府和个体之间的中间

机制和沟通机制，将传统政府直接到个体的单向垂直管理关系，转变为强调政府到网络平台、网络平台

到用户个体、用户个人反馈到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再到政府的双向体系化的多元治理关系。其次，《民

法典》充分贯彻意思自治原则有效放大平台治理在数字经济治理中的效能。因此，平台治理可以根据自

身的发展模式“个性化”定制电子商务交易规则、纠纷解决规则以及治理规则，实现平台柔性的“软法”规

制与国家刚性的“硬法”规范协同共治，充分弥补政府对互联网监管的不足以及法律规范在新业态中的空

白，实现国家治理与平台自治的良性互动，有效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 [14]853。平台治理已然成为多

元数字经济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其治理模式的优势及其必要性日渐显现，而这些都离不开《民

法典》在数字社会治理中的法治成效。 

2. 坚持契约理念引领共商共治共赢合约治理模式

在数字经济治理中《民法典》的“共治”不仅体现在多元主体多层次治理，以及交融公私法规范协同

共治，而且体现在《民法典》坚持共识导向，兼顾与协调多方利益；落实公平与包容精神，合理保障各

方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贯彻透明与法治理念，契约的决策与执行必须符合法规的要求，对数字

经济“善治”的有效实现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民法典》“合同式治理”模式以意思自治为前提条件，以契

约理念主导，鼓励不同利益主体发展形成各种合作交易关系为目标，通过契约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协调、

对话、参与、透明，实现对多元治理主体与利益多元的充分尊重，追求协调各方利益共存 [15]4。

“合同式治理”开始于共商环节，强调采取协商和对话的沟通模式，将当事各方利益在最大范围内纳

入决策考量范围之内，签订体现双方共同意志的合约条款，达到指导和约束各方经济活动的治理目标，

进一步发挥合同在电子商务与数字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例如：针对网络欺诈等现象，《民法典》第

148条赋予受欺诈方撤销权。“合同式治理”实施的关键在于共治环节，即通过契约确立双方的权利与义

务，实现对共同事物的合作治理。同时，《民法典》下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是优先于法律的任意性规

定，尽量减少行政权力以及民事立法对数字经济活动强制性的干预与不合理的限制。但《民法典》下的

契约自由并不代表绝对的行为自由，引入强制性规范划定民事主体意思活动的界限，此外还确立公序良

俗原则来强化数字经济活动中合同自由和意思自治的限制 [14]863。“合同式治理”实现于共赢环节，数字时

代下《民法典》更加注重实质正义与结果正义，在此基础上的共赢，不仅是通过对合同当事人利益的平

等保护实现契约双方互利共赢的社会效果，而且通过防范合同自由的公共道德风险追求整个数字社会的

共赢局面，保障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为数字经济治理划定基本思路与底线标准 [16]8。 

3. 指引公法价值取向实现公私法规范的协同治理

数字经济的治理是多元的、扁平的、体系化的，治理模式的转变提出全方位涵括私法与公法规范范

围的规制需求。《民法典》在私法与公法的不同层面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定盘星作用。

《民法典》作为中国的基本法律，在相关电子商务、网络安全、数据保护等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

地位，对数字经济法律规范具有极其重要的类似于“宪法”的根本性作用。在私法层面，《民法典》规范

各个民、商事主体权责义务的同时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合法有序的民商事法律关

系的践行，即是数字经济治理目标的微观实现。在公法层面，《民法典》设置公法规范的前提范围，为

经济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在数字经济治理中提供基本依托。此外，挖掘《民法典》的公法价值有

助于推进数字经济治理更全面、更系统、更有效地实现。

“各级政府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 政府建设，把《民法典》作为行政决

策、行政管理、行政监督的重要标尺，不得违背法律法规随意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或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17]45《民法典》实行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将政府设立为“守夜人”以及“公断人”的

角色，坚持民法优位理念，强调政府尽可能不干预个人权利，不积极主动地介入民商事主体之间的事

物，不过分介入数字市场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民法典》对市场主体采用“法无禁止皆自由”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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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对政府行为采取“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即在赋予数字市场主体充分行为自由的同时，有效地规

范和约束政府的公权力。《民法典》的私法规范基础与基本法治理念在公法层面产生延伸与拓展，构成

对行政主体的行为标准和规范指引，为公权力的行使划定基本的边界，任何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

裁决等行政行为不得侵害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民法典》自身的扩张效应形成私法与公法的互动与沟

通，实现公私法二者对接，使整个数字经济治理的法律体系协调和统一。

《民法典》在数字经济治理中引领的公法规范价值之一是秩序价值，其重要功能就是维护和保障数

字经济的安全有序发展。在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理念的私法规范下，网络生态环境中每个用户、平台、企

业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在各个主体的自治下往往存在着权利的交叉与利益的冲突，结果很容易导致数

字经济秩序的失范，并且数字经济形态自身的特征会加剧这种现象的产生。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数据成为了第五大生产资源，数据的流通价值释放与个人信息的保护之间矛盾无限放大用户权利与

平台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此外，一个主体通过互联网的无边界性以及受众的无限性可以更加轻松、简

单地侵犯另一个主体的权益来挑战数字经济秩序。因此，需要公法规范的强有力威慑预防功能, 阻遏潜在

的侵权人及时放弃侵权想法而选择正规合法的数字营商模式。同时，《民法典》将公法规范在数字经济

治理中设置为“守夜人”的角色，其他部门法不仅需要坚持法律底线监督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创新，而且需

要恢复与维持数字经济市场自由发展与公平竞争的秩序。在公法规范中延续《民法典》的法治共识与秩

序价值，数字经济才能安全有序发展。

平等价值作为现代民法的核心精神，同样具有公法意义。民事主体的平等保护需要公法规范得以实

现。针对数字化不平等与平台的高度垄断现象，需要政府部门坚持平等对待数字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保

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保障各类数字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促进企业间平等享受数字经济

红利，实现数字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竞争。应平等对待自然人与互联网企业，实现对两者民事权利的平

等保护，坚决防止互联网企业运用新型技术侵害自然人合法权益，例如“大数据杀熟”等现象。政府部门

在开展民事活动中，其他平台、企业、社会组织等民事主体一样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不具有任何“特

权”，预防和制止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 

（二）善治性：《民法典》以良法夯实数字经济善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民法典》作为调整数字社会人身和财产关系的基本法

律，为所有在网络空间开展的民事活动与商事活动提供最根本的保障，无疑是数字经济治理的“重器”。

在此基础上，《民法典》充分反映数字时代特色，耦合效率、公平、包容、法治等基本要素，从而实现

以“良典”促进数字经济的“善治”。 

1. 规范电子商务交易模式

电子商务企业/平台作为新型商业模式主体，同时也具有《民法典》中民事主体“营利法人”的法律身

份。《民法典》总则第 86条规定：“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

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该条例对营利法人，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电子商务平台

/公司提出“维护交易安全”的要求，明确其具有维护交易信息系统的安全义务，同时为其他部门法为提供

上位法的立法基础。

与电子商务相伴而生的还有交易数字化趋势与电子合同等新型交易方式的普及，对传统的合同订立

与履行方式提出新挑战。《民法典》“合同编”在《电子商务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电子商务形式、订

立以及履行进行特殊规定。根据电子合同无纸化、数据化的特征，“合同编”第 469条第三款将电子数据

交换、电子邮件等，有形展现合同内容的同时又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电子数据方式作为合同书面形式。

针对电子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合同编”第 491条明确电子合同成立的构成要件：一是“通过互

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例如淘宝、京东等电子交易平台上发布的内

容具体明确的商品或服务视为要约；二是网络消费者选择相关商品或服务并提交订单视为承诺，电子合

同成立时间为提交订单成功时 [18]53。《民法典》对电子合同的履行进行相应的规范，“合同编”第 512条根

据电子合同的不同标的物与提供的不同传输方式规定三种不同的交付时间：标的物为商品并采用快递物

流交付的，收货人的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标的物是电子商品并采用在线传输方式交付的，交付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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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品进入当事人指定的系统且能够检索识别的时间；标的物为服务，生成的电子凭证或者实物凭证

中载明的时间为提供服务时间；前述凭证没有载明时间或者载明时间与实际提供服务时间不一致的，以

实际提供服务的时间为准。 

2. 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

与传统的侵权方式相比，互联网的无边界性、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信息发布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受众

的无限性放大网络生态环境中信息数据传播的风险与危机，导致网络侵权行为具有方式特殊性、爆发高

频性、损害严重性等特征。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创新趋势与信息社会的要求，现代民法在传统侵权法重

视受害人的事后救济的基础上，延伸拓展至事前预防，更加强调对网络侵权行为的预防，通过停止侵

害、排除妨害、消除影响等责任形式提供救济，防止损害的发生与扩张 [19]100-103。

《民法典》下的侵权责任编对频繁爆发的网络侵权行为作出基础性规定，构建更加完善的侵权责任

制度，强化网络侵权责任的规定，对避风港规则作出进一步完善，将“通知—删除”程序延伸优化为一个

“通知→转通知（采取必要措施）→反通知→二次转通知→恢复”起承转合的全流程，在适用范围情形、

适用条件、法律责任后果、事后救济程序等方面规定更全面。在整个流程中，《民法典》通过合理配置

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和权利人三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采用多元主体治理责任分担的模式，实现

三者之间的利益动态平衡。《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回应数字经济治理的急切需求，有效规范网络空间

发布信息的行为，进一步提升网络生态空间的治理水平。

《民法典》第 1 195条在《侵权责任法》第 36条的基础上完善“避风港规则”：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新

添加“转通知义务”以及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在保护被投诉的用户同时以便其了解通知的内容，避免收

到恶意投诉的影响，实现权益保护与合理自由的协调 [20]58；添加权利人错误通知造成损害的责任规定，以

警示网络用户谨慎行使权力，防止通知规则反被不正当竞争利用。

《民法典》第 1 196条增加网络侵权中“反通知”的规定：赋予被指控侵权的网络用户辩解声明不存在

侵权的权利，更高地平衡权利人与网络用户之间权利与利益；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履行“二次转通知”

义务后，合理期限内未收到权利人的提起诉讼通知的应当即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预防怠于行权与恶意

投诉对其他网络用户造成的不良影响，合理平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侵权事件中的责任 [21]119-120。

《民法典》第 1 197条完善“红旗规则”，在《侵权责任法》第 36条第三款“知道”的事实判断基础上

添加“应当知道”的客观判定标准。《民法典》“应当知道”规则的引入，在未弱化对权利人保护的基础

上，为网络平台提供自主决策的空间，同时提高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加大平台与用户的连带责任，

降低司法成本，同时推动电商平台积极履行义务，激发平台企业自身的积极性，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规

制和预防网络侵权行为。 

3. 兼顾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流通使用

数据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个人信息数据作为信息来源本体的财产性利益与人个尊

严，同时还携带巨大的经济效益。数字时代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中国《民法

典》大数据信息社会中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在此基础上释放数据生产要素的流通价值，兼顾个人利

益、企业利益、公共利益与国家安全等多重价值目标的诉求，实现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与数据自由流通之

间法律价值的权衡与协调 [22]14。

《民法典》“总则编”第 111条明确个人信息作为合法民事权益受到法律保护。在“人格权编”中对个

人信息保护作出具体详细的规定，表明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界定为人格权益范畴[23]33。“人格权编”第 1 034

条对个人信息的类型以及范围进行界定，同时说明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权的关系。第 1 035条提出个人信

息的处理包括收集、存储、使用、加工、运输、提供、公开等多个环节，并且明确个人信息处理应当遵

循合法、正当、必要、不过度的基本原则与告知同意规则。第 1 036条主要规定侵害个人信息的免责事

由，结合第 1 035条处理个人信息的基本原则与基本规则对涉及个人信息的数据产业提出法律的底线要

求，有利于实现数据产业在法治化的轨道上快速发展。第 1 037条明确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的权利内

容以及救济途径。“人格权编”第 1 038、第 1 039条明确规定信息处理者负有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

即使是国家机关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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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性：《民法典》与数字时代的协同共进 

1. 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民法典》现代化

针对数字时代下涌现的新型法律主体、客体以及法律关系，《民法典》全面构建一个新型的民事权

利体系，回应数字经济下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转变，贯彻以人为上、权利为本的基本原则，推进权利本位

型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构建。其一，《民法典》的权利设立在根本上推动数字经济治理的能动性。《民

法典》确立数字经济自治主体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是形成个人、平台企业以及政府部门多元主体协同

共治模式的法治前提。同时通过赋权的方式，确认和保障民事主体的各项民事权利，不仅可以激发民事

主体在数字经济中的创造力，而且划定了公权力的行使空间与范围。其二，《民法典》权利范围设置上

的开放性凸显数字经济治理的包容性。一方面，以权利维护人的尊严以及保护个人信息。《民法典》创

设一种全新的人格权体系。首先包含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典型的人格权。其次，还含括未以

“××权”命名的非典型人格权，例如个人信息权。最后，《民法典》保护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

未被法律明确规定的剩余人格权，体现数字时代下人格权的开放性与兼容性 [24]10。另一方面，以权利推动

数字经济增长。《民法典》扩大财产权的适用范围，确立从有形财产到无形财产、从实体财产到虚拟财

产的多元化财产形态，实现数字经济下对财产权全面、系统、周密的保护。《民法典》正式确立数据与

网络虚拟财产是一种法律予以保护的新型财产权利，可与其他财产权一样作为交易对象在数字市场上流

通。同时，《民法典》对数据及其虚拟财产做出的原则性规定，属于一项指引性条款，为未来对数据和

虚拟财产的立法保护预留法律空间 [25]23。

为遏制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民法典》建立新型责任体系适应数字时代发展要求，删除《民法

通则》的“等价有偿”原则，增设“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惩罚性损害赔偿数额不再设有

上线，而是赋予法院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根据具体的侵权情形加以确定，其数额必须大于等于该侵权行为

所获的总收益 [22]15。对知识产权的全面保护是实现数字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的基本前提，《民法典》的这

项新规定不仅贯彻公平原则，净化数字经济市场环境，而且达到预防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目标，有利于

实现诉源治理，进一步节约司法资源。 

2. 《民法典》助力数字经济治理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民法典》作为诞生于数字时代下的法典，积极、全面、系统地回应信息技术革命与数字经

济发展下的法治新挑战。中国《民法典》满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数字经济经济发展的需要，回应社会

生产方式和交易模式变革的需求，从治理模式、治理领域、治理手段三个层面提升数字经济治理能力，

为实现数字经济治理现代化提供保障。

首先，面向管理到治理模式的转变，《民法典》将互联网的开放、平等、协作、共享等核心精神融

入到治理理念中，耦合以私法自治、契约精神主导的共商共治共赢的“合约式治理模式”，延伸构建多元

主体参与、多元治理手段并用、公私法规范协同共治的数字经济治理模式。同时，面向快速发展、持续

创新、无边界限的数字经济，《民法典》下的数字经济治理融入开放性的“软硬协同”治理模式，法典在

法律渊源上积极拥抱由行业公约、平台规则、自律性规范等为主的软法体系，发挥软法的创新性与引领

性，有助于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速度、提高治理效率，提升《民法典》在数字经济治理中的效能。

其次，《民法典》作为进行民事活动最为全面、权威的法典，在《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合

同法》《侵权责任法》等多部法律规制框架的基础上，在数据与网络虚拟财产权利性质、电子商务交

易、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以及网络侵权行为等多个重点领域开展治理，优化完善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

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提供最根本的法治依据。

最后，数字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在对既有法律治理体系发起挑战的同时也为法典化下的全新法治

时代插上了翅膀。《民法典》准确把握数字时代来临的新机遇，将数字化信息技术转变为数字经济治理

手段与工具，为数字经济的法治化发展探索新路径。《民法典》从总则编到侵权编均能窥见数字技术的

“倩影”，助力数字经济的法治发展追赶信息技术的创新，提升数字经济治理能力与效力，推进治理现代

化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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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演进视角下《民法典》与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

数字技术的创新需要《民法典》的保驾护航，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民法典》的指引规范。

《民法典》构建的数字经济治理的本质目标是为了促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不是牵制或干扰数字

经济的发展以及数字技术的革新，其针对数字经济领域新增的具体法律条文，是通过设置数字经济活动

的基本规则，合理划分数字经济各方主体的民事权利、义务及责任，规范整个数字市场交易行为，创造

良好的数字经济营商环境，进而实现数字经济安全有序发展的最终目标。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的创新在不断延伸拓展《民法典》的应用范围。面对未来涌现的新业

态、新模式、新领域，民法典为未来数字经济发展预留的法律空间需要法治社会填补与完善，不断为民

法典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历久弥新。

《民法典》作为规范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和基础性法律，为建立和完善数字经济综合法律治理体

系提供基本遵循，同时也是后续在个人信息、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等重点领域的立法保护预留法律空

间。例如，针对数字时代下的高风险社会，《民法典》在“人格权编”的基础上确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

基本规则与制度，引领中国后续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治理的立法工作，为 2021年 8月 20日出台的《个

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数据安全法》的后续立法方向提供基本依循 [26]6。由此可见，仅依靠《民法典》在

治理数字经济是远远不够的，数字经济治理离不开数据安全立法、数字经济行业立法、个人信息保护立

法、数字经济市场监管和反垄断立法等民事、刑事、行政、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等私法与公法属性的法

律制度共同跟进。 

四、结语： 《民法典》之数字经济治理延续

“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中国数字经济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27]1。 中国《民法典》颁布于数字信息时代，紧追数字文明发展步伐，及时回

应数字经济治理需求，形成与数字经济理念的互动，成为中国数字经济治理的基本规范。《民法典》颁

布实施以来其数字经济治理效能历经社会实践验证，真实、有效地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民法典》的“共治性”奠定数字经济共治的基石，《民法典》的“善治性”赋予数字经济治理法理化的灵

魂，《民法典》的“现代性”提高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数字经济本身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的特征，《民法典》将难以同步于数字经济的治

理需求变化。电子商务、网络安全等数字经济的先发领域，从一个侧面映照数字治理的领域会急速、高

频、宽幅扩展。需要通过颁布最新的针对性司法解释、最新典型司法判例的参考适用、其他部门立法、

技术规范即时应用等方式来拓展与外延《民法典》的数字经济治理原则与精神，来弥补法律天然的滞后

性，化解法典的稳定性与数字经济的创新性之间的矛盾，实现《民法典》对数字经济治理的长效完善与

前瞻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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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igital Economy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the Civil Code
ZHANG Ronggang，WEI Chuan

（The Graduate School,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Shaanxi 710063, China）

Abstract：The  subversive  innovation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digital  economy  and  digital  technology  lead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isting

legal system in three aspects: legal relationship, legal value and legal system. China’s Civil Code was born in the fast-developing digital era,

establishing a  digital  economy governance system from three  aspects  of  regulating digital  economy elements,  digital  economy activities  and

digital economy society.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economy governance of the Civil Code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on the premise

of 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 of private law, the contract governance mode of mutual consultation and mutual governance is the basic path to

realize the “co-governanc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under the coordin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multiple means and public and private laws;

standardize  the  e-commerce  transaction  mode,  improve  the  network  tort  liability  system,  give  considera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the use of digital circulation, and realize the “good govern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digital economy with good law; the Civil

Code regulates and guarantees the safe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innov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tinue  to  expand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Civil  Code  ,  promote  the  absorption  and

condensed new content of the Civil Code , and realize the “moder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 Code and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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